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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外源碳输入对土壤碳源可利用性的改变不仅直接影响着微生物参与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循环过程，而且也制约着微生物对

其它营养元素的需求。 在大气氮沉降持续增加的全球变化背景下，部分地区已出现生态系统氮养分条件的显著变化甚至土壤

中活性氮素的过量积累，进而带来微生物对碳源需求的增加。 通过人为调控碳源的可利用性，改善微生物的碳限制状况，将对

科学的增加陆地生态系统固碳能力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综述了国内外有关外源碳输入对土壤碳排放、凋落物分解以及土壤

碳库影响及其主要的微生物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结果，以期能够为未来氮沉降持续增加情景下，如何科学有效地提高生态系统

的碳汇潜力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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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土壤碳库作为陆地生态系统最大碳储库［１⁃２］，虽然拥有着极丰富的碳储量［３］，但大部分都是难分解和不

易利用的有机碳，例如木质素和腐殖酸等，其中只有较少部分有机碳，如简单糖化合物和有机酸等低分子有机

质，易于被微生物摄取和同化［４⁃６］。 因此，作为微生物生长的主要能量来源，碳源可利用性大小就成为土壤中

影响微生物生长和活性极其重要的环境因子［７⁃１１］。 土壤微生物能量来源的限制将会带来整个陆地生态系统

碳循环过程的改变。
同时，土壤中可利用碳源含量的高低也制约着微生物对氮等生命必需矿质元素的需求［１２⁃１３］。 微生物维

持自身碳 ／养分（氮）元素的平衡是利用土壤为平台交换而实现的［１４］。 例如微生物体的 Ｃ ∶Ｎ 比约为 １０∶１，在
４０％生长效率的条件下，土壤微生物每摄入 １ 份氮素构成自己的身体就需要分解 ２５ 份碳素［１５］。 只有在土壤

中可利用碳源充足的条件下，微生物才能利用其它养分元素合成自身生长所需物质，碳源不足时，微生物的生

长就会受到限制，进而对微生物驱动的许多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产生重要影响［１３， １６］。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的日益加强强烈改变了生态系统的氮循环过程，造成了生态系统中活性氮输

入量的成倍增加［１７］，甚至持续的氮沉降增加已经造成部分生态系统由低氮环境逐渐趋向氮饱和状态［１８⁃２０］，但
要充分利用这部分增加的氮素，微生物生长所需的碳源供应就成为了主要的控制因子［２１］。 已有的多个相关

氮肥模拟试验发现，施氮土壤中添加易于利用的碳源均促进了微生物生物量和活性的增加［９， ２２］。 目前，关于

外源碳输入对土壤碳排放、土壤有机碳库变化等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关键过程的研究已有较多报道，但有关

持续氮沉降增加背景下，外源碳输入对陆地生态系统不同碳循环过程的影响研究结果报道相对较少。 本文总

结分析了国内外有关外源碳输入，如：森林生态系统改变碳源输入［２３⁃２４］、农田生态系统秸秆还田［２５⁃２６］ 以及草

地生态系统施肥管理［２７⁃２８］等对生态系统碳循环关键过程影响的相关研究结果，并对其微生物作用机制进行

了初步的剖析，以期为人为调控土壤碳源的可利用性，科学增加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提供一定的参考。

１　 外源碳输入对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

土壤微生物是土壤碳循环关键过程的驱动者与调节者。 外源碳输入除了直接导致微生物生物量增加和

活性增强外，也具有改善土壤容重、ｐＨ 和土壤质地等土壤理化性状［２９⁃３０］、增强土壤保水性［３０⁃３２］ 以及增加植物

所需的其它营养元素供应［３０，３３］等作用，从而改善了土壤微环境，间接地影响了微生物生命活动及其所参与的

土壤有机质矿化、凋落物分解等碳循环过程。
１．１　 外源碳输入对土壤碳排放的影响

土壤呼吸是土壤碳库向大气排放 ＣＯ２的主要途径［３４］，已有研究表明，增加碳源输入对土壤呼吸具有一定

的激发效应［３５］。
碳源输入的质量和数量对土壤呼吸的影响。 已报道的碳源添加对土壤呼吸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向土壤

中添加葡萄糖［３６⁃３７］、纤维素［２２］和蔗糖［２３］等简单碳化合物以及有机肥［３８］、秸秆［３９］ 和凋落物［４０］ 等复杂碳化合

物都会显著提高土壤呼吸速率，并且随着碳源输入量的增加土壤呼吸速率逐渐增加［３９， ４１］。 与复杂碳化合物

相比，由于简单碳化合物易于被微生物利用，土壤呼吸增加更为迅速［３６］。 Ｎｏｔｔｉｎｇｈａｍ 等［２３］综合评价和比较了

蔗糖和凋落叶片作为碳源对森林土壤呼吸影响的差异，认为由于碳源易利用程度的不同，添加蔗糖处理土壤

呼吸速率显著高于添加凋落叶片处理。 不同碳源对土壤呼吸影响效应持续时间也是不同的。 简单碳化合物

对土壤呼吸速率影响时间较短，一般为 ２—７０ｄ［２２， ３６］；而凋落物和秸秆等不仅含有简单化合物而且还含有复

杂碳化合物，为土壤中分解者提供了大量可持续利用的碳源，土壤呼吸激发效应一般持续时间较长［４２⁃４３］。 例

如：ＣｈｅｍｉｄｌｉｎＰｒéｖｏｓｔ⁃Ｂｏｕｒé 等［４２］对法国以落叶林为主的森林生态系统的研究结果表明，添加凋落物对土壤呼

吸速率的激发效应可以持续一年之久，其年均土壤呼吸速率较对照增加了 ３２％。
等量输入碳源不同添加频率对土壤呼吸的影响差异。 Ｄｕｏｎｇ 等［２４］探讨了不同小麦秸秆添加频次对澳大

利亚南部干旱区林下土壤呼吸的影响，在室内 ８０ｄ 培养期内，等量的秸秆分别按 ４ 次、８ 次和 １６ 次频率添加。

９５３　 ２ 期 　 　 　 贺云龙　 等：外源碳输入对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关键过程的影响及其微生物学驱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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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与单次添加相比，４ 次、８ 次和 １６ 次 ３ 个处理土壤 ＣＯ２累积释放量分别增加了 ５７％、８２％和 ９２％。 也有研究表

明，以果糖、谷氨酸、草酸和邻二苯酚作为外源碳源，添加频次增加也会导致土壤排放 ＣＯ２量的增加［６］。 外加

碳源导致土壤释放 ＣＯ２量的增加，一种解释认为土壤中含有较多易矿化的有机碳，多次或频繁添加碳源会不

断加速这部分有机碳的消耗［６］；另一种解释则认为由于不同微生物对土壤有机碳的分解能力是不同的［４４］，所
以频繁的添加碳源导致易分解这部分碳源微生物迅速生长或是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发生改变，进而带来土壤

呼吸的增加［４５⁃４８］。
外源碳输入对土壤呼吸影响效应的季节性变化。 王丙文等［４９］ 对冬小麦田添加玉米秸秆、汪金松等［５０］ 对

油松人工林、王光军等［４０］对杉木人工林以及 Ｃｒｏｗ 等［５１］ 对美国安德鲁斯试验区森林添加凋落物的研究结果

证实，增加碳源输入对土壤呼吸变化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性。 在森林生态系统中，加倍凋落物处理与

对照土壤呼吸速率的差异在生长旺盛季高于非生长旺盛季［４０， ４２］。 但由于森林中植物类型以及试验中添加凋

落物种类的不同，也有研究表明，添加凋落物处理与对照土壤呼吸通量差异的显著性不受季节变化的

影响［４３］。
外源碳输入对与土壤呼吸有关的环境因子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土壤表层添加植物茎叶等凋落物会阻

隔土壤与外界大气的热量交换，进而减弱外界环境变化对土壤呼吸的作用。 王光军等［４０］ 对杉木为主的人工

林的研究结果发现，与对照相比，添加双倍凋落物处理土壤呼吸速率温度敏感系数 Ｑ１０明显增加，但其 ５ｃｍ 土

层的温度低于对照。 这与有关学者对人工油松林［５０］、美国针叶林［４３］和法国落叶林［４２］ 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

双倍凋落物处理一定程度上阻隔了温度变化对土壤呼吸的影响。 此外，有研究发现，双倍凋落物处理土壤湿

度较对照增加显著［５２］。 由于土壤湿度对根和微生物的生理过程以及微生物可利用底物和氧气扩散的调控均

有显著影响［５２］，因此，增加碳源输入对土壤湿度的影响和调控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土壤呼吸强度。
由以上分析可知，增加碳源输入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土壤呼吸的变化，并且添加碳源种类及其添加方式不

同，其对土壤呼吸激发效应时间长短也不尽相同。 虽然目前针对碳源输入对土壤呼吸激发效应已有了较多的

研究，但短期或长期的碳源添加所导致土壤呼吸的激发效应是否增加了陆地生态系统碳排放的问题仍存在争

议。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索外加碳源对土壤呼吸影响的深层次机制，以便更好地为陆地生态系统碳的

减排增汇提供理论支持。
１．２　 外源碳输入对凋落物分解的影响

凋落物不仅对维持土壤养分库、调节生态系统能量流动与养分循环以及影响初级生产力有着重要的作

用［４０］，而且其数量及分解速率变化也影响着土壤有机质的形成、植物对养分需求和土壤碳排放的变化［５３⁃５４］。
由于凋落物分解速率受到微生物活性的制约，碳源的输入对微生物活性的调节也必然影响着凋落物的分

解过程。 已有研究表明，增加碳源输入对凋落物分解速率的影响效应会表现为促进、抑制或无影响等多种结

果［５５⁃５８］。 外源碳输入对凋落物分解影响的不同，一方面归因于土壤中以利用易分解有机碳为主的微生物（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ｓｔｓ）和以分解复杂结构有机碳为主的微生物（Ｋ⁃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ｓｔｓ）之间对养分需求的竞争。 在北方针叶林森林

生态系统，土壤矿化层和凋落物中含有大量不易被微生物利用的木质素和腐殖酸［５９］，分解者主要以 Ｋ⁃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ｓｔ 微生物群落为主导，当外源输入易利用的碳源时，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ｓｔ 微生物的活性及其对养分的竞争能力迅

速提高［６， ６０］，此时 Ｋ⁃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ｓｔ 微生物活性和对凋落物的分解能力就会受到抑制或减弱［６０⁃６１］。 例如：Ｃｈｉｇｉｎｅｖａ
等［５７］研究了莫斯科云杉（Ｐｉｃｅａａｂｉｅｓ（Ｌ．） Ｋａｒｓｔ．）林林下凋落物分解速率对添加碳源的响应，结果表明：添加蔗

糖处理导致真菌群落改变，显著降低了凋落物的分解速率。 另一方面，归因于外源碳源可利用程度及含有其

它养分元素含量高低［６０］。 Ｓａｙｅｒ 等［５５］研究发现，因双倍凋落物处理增加了微生物可利用养分，从而加速了凋

落物分解。 Ｋｕｚｙａｋｏｖ 等［５６］研究也发现，在养分含量较高的施肥牧草草地，葡萄糖等可利用碳源的添加促进了

凋落物的分解。
凋落物分解是植物碳库与土壤碳库碳交换的重要途径，其分解速率的高低不仅影响着碳从凋落物向土壤

中的迁移，而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土壤微生物的群落组成。 当增加碳源输入促进凋落的分解时，必然会带来

０６３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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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碳输入速率变化，但最终是否会增加土壤碳储量，从而增加陆地生态系统碳汇，目前还没有明确定论，需
结合土壤原有有机碳矿化分解的响应等变化共同分析。 加强上述过程及其微生物学作用机制的探讨对科学

评价和预测未来人类活动及全球变化背景下陆地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１．３　 外源碳输入对土壤碳库的影响

土壤碳库是陆地生态系统最大的碳贮存库［６２］，同时也是大气中 ＣＯ２的主要排放源［４９］。 因此，外源碳输

入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关系着整个生态系统的碳平衡。
输入碳源质量对土壤有机碳影响。 一般认为，蔗糖、植物茎叶等碳源输入都会促进土壤有机碳的矿

化［２２⁃２３，３９］。 在室内模拟实验条件下，碳源的添加导致土壤原有有机碳的矿化速率增加以及总有机碳含量的下

降［２２⁃２３］。 例如 Ｆｏｎｔａｉｎｅ 等［２２］探讨了添加纤维素对草原土壤总碳含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被１３Ｃ 标记的纤维素添

加到土壤后，土壤有机碳分解速率加快，土壤排放大量的 ＣＯ２来源于非标记的碳源，并且土壤总有机碳含量降

低。 Ｎｏｔｔｉｎｇｈａｍ 等［２３］将蔗糖、玉米秸秆碎屑和玉米叶片作为输入的碳源进行室内模拟试验，结果表明，３ 种碳

源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效应基本一致，蔗糖、玉米秸秆碎屑和玉米叶片添加土壤，其有机碳降低幅度占总有机

碳的含量百分比分别为 ３．３％、０．９％和 １．３％。 但也有研究表明，野外试验条件下添加玉米秸秆、谷子秸秆等植

物茎叶碳源会增加土壤有机碳含量，尤其以土壤表层有机碳的增加最为明显［２５，３９，６３］。 田慎重等［６４］ 探讨了秸

秆还田对麦田土壤有机碳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小麦的不同生育时期，添加秸秆处理土壤有机碳含量高于无秸

秆添加的土壤，并且 ０—１０ｃｍ 层土壤有机碳增加最为明显。 不同试验影响效应的不同归因于室内实验隔绝

了自然状况下外环境碳源的正常输入，除了添加的碳源外，微生物活消耗的碳源完全来源于土壤有机碳，所以

才导致土壤有机碳含量的降低。
等量输入碳源添加频率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 Ｑｉａｏ 等［６５］探讨了等量葡萄糖不同添加频率对热带和亚热

带森林土壤有机碳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输入等量葡萄糖条件下，少量多次添加处理减小了单次添加处理土壤

释放 ＣＯ２的激发效应，同时少量多次添加方式维持了微生物对可利用碳源的需求，避免了过量碳源输入都被

微生物呼吸消耗掉，从而更利于添加碳源在土壤中的积累；Ｔｅｎｕｔａ 等［３８］对比了全年春秋两次施有机肥和春季

一次性施有机肥的影响效应，其连续 ３ 年的观测结果也表明，春秋两次施有机肥处理排放的 ＣＯ２明显低于春

季一次性施肥处理。 总而言之，在等量相同碳源的条件下，少量多次添加方式不仅有利于添加碳源在土壤中

积累，而且一定程度上可弥补添加碳源产生土壤呼吸激发效应所损失的碳。
外源碳输入对活性有机碳的影响。 活性有机碳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６６⁃６７］，能

够在土壤总机碳变化之前反映土壤的微小变化［６８］，是土壤碳库动态变化的预警指标［６９⁃７１］，也是土壤中微生物

较易于利用的有机碳。 无论是葡萄糖等简单碳化合物还是秸秆和凋落物等复杂碳化合物的输入，都会直接或

间接增加土壤活性有机碳含量［２４⁃２６， ６５，７２⁃７３］。 例如在农田生态系统中，秸秆还田处理土壤 ０—２０ｃｍ 土层土壤活

性有机碳增加显著，活性有机碳占总有机碳含量的比重也明显增加［２５⁃２６］；Ｎａｄｅｌｈｏｆｆｅｒ 等［７３］ 对森林生态系统为

期 １０ａ 的研究发现，双倍凋落物处理土壤溶解性有机碳（ＤＯＣ）含量显著高于对照；Ｈａｍｅｒ 等［６］ 和 Ｑｉａｏ 等［６５］

对森林生态系统碳源输入模拟试验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增加碳源输入处理显著增加了土壤 ＤＯＣ 的含量。
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由于有关模拟试验所处的外环境的不同以及不同碳源自身有效性的差异，碳源可

利用性高低对土壤中有机碳含量的变化影响是不同的。 一般自然环境条件下，秸秆和有机肥等碳源的输入可

以增加土壤有机碳含量，但碳源添加量应适宜，避免抵消其增加土壤固碳的作用，少量多次添加碳源是增加土

壤有机碳含量较为理想的方式。
１．４　 外源碳输入对土壤微生物特征的影响

碳源有效性是直接限制土壤微生物活性［１１］ 和数量［５５］ 变化的主要环境因子。 外源碳的输入不仅直接影

响土壤碳源的有效性，而且对土壤环境（温度、水分）的调节也间接地影响着土壤微生物的数量与微生物群落

结构［７４⁃７５］。
对微生物生物量影响。 葡萄糖和纤维素等简单碳化合物向土壤添加后，一般会加快土壤 ＣＯ２释放，其中

１６３　 ２ 期 　 　 　 贺云龙　 等：外源碳输入对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关键过程的影响及其微生物学驱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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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来源于原土壤有机碳矿化，还有一部分来源于外加碳源的分解。 有研究表明，在室内培养条件下，添加纤

维素后，草地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增加与土壤有机碳矿化速率增加密切相关的［２２］。 同样，也有研究利用室内培

养方式探讨了 ３ 种不同管理模式的农牧场土壤有机质分解对添加葡萄糖后响应，结果表明，土壤微生物生物

量显著增加引起土壤有机质分解速率明显变化，并且利用基质诱导微生物呼吸的方法测定土壤微生物生物量

还发现，当葡萄糖输入量较高时，葡萄糖诱导的土壤有机质分解加速与土壤微生物活性变化有着直接正相关

性［４１］。 植物的秸秆和有机肥等复合碳源有效性的不同，其输入土壤后对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影响也是不同。
Ｙａｎ 等［７２］对中国江苏水稻土的研究发现，与对照相比，长期添加秸秆或者有机肥明显增加土壤中微生物生物

量；Ｌｉ 等［７６］研究了凋落物对波多黎哥东北部针叶林和次生林的影响，试验结果也发现，凋落物对土壤微生物

数量和微生物活性也存在着重要的影响。 然而 Ｒｉｎａｎ 等［７７］ 对森林生态系统添加凋落物试验研究结果表明，
与未添加凋落物处理相比，添加凋落物处理土壤总的微生物生物量没有明显变化，但添加凋落物处理革兰氏

阳性细菌所占的比例增加。 Ｓｉｉｒａ⁃Ｐｉｅｔｉｋäｉｎｅｎ 等［７８］研究了芬兰针叶林土壤微生物对有机肥响应发现，真菌数

量减少了 ４０％左右，同时细菌群落组成也发生了变化，但总的微生物生物量和细菌生物量没有显著的变化。
对于外源碳输入后土壤微生物量变化的不同，一方面是由于不同微生物群落对碳源利用能力的不同，碳源输

入后导致不同微生物群落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另一方面则是输入的外源碳源有效性低于原土壤有机质，外源

碳输入后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没有明显的变化。 Ｋｕｚｙａｋｏｖ 和 Ｂｏｌ 等［３６］ 探讨了葡萄糖和植物腐解物对英国西南

区域两种草地有机质矿化的影响发现，外源碳对微生物的可利用性关系着微生物对输入碳源的响应，当向相

同的土壤中分别添加葡萄糖和植物腐解物后，葡萄糖分解速率高于植物腐解物分解速率。 在等量碳源输入条

件下，除了简单碳化合物易分解的碳源外，凋落物分解初期含有较高的纤维素等易分解碳化合物，其少量多次

添加的方式可以持续维持土壤微生物具有较高含量的可利用碳源，促进微生物生物量增加和活性的提

高［４６， ４８］。 例如：王意琨等［７９］对农林复合生态系统研究表明，添加等量凋落物的条件下，少量多次添加处理的

微生物生物量高于单次添加处理，并且少量多次添加处理有机碳净矿化累积量高于单次添加处理。
对微生物群落组成的影响。 因为不同的微生物群落对碳源代谢能力的不同，所以输入的外源碳对不同微

生物群落影响也不相同。 例如：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等［８０］ 利用碳标记技术研究了葡萄糖对永久性草地土壤微生物的影

响发现，在培养 ５２ 周时间内，真菌群落数量在添加葡萄糖的前期和后期具有明显的不同，然而细菌群落数量

则维持原有水平，并且葡萄糖添加的 ２—６ 周时间内，真菌 ／细菌比率明显增加。 说明真菌群落对土壤中低分

子碳化合物的代谢能力强于细菌群落。 Ｒｅｉｓｃｈｋｅ 等［１０］研究了葡萄糖不同添加量对土壤细菌和真菌影响也发

现，在葡萄糖添加量低于每克土壤 １０ｍｇ（相当于每克土壤添加 ４ｍｇ Ｃ）时，添加的葡萄糖才能促进土壤中细菌

生物量的增长，当葡糖糖输入量高于每克土壤 １０ｍｇ 时，真菌生物量增加速率明显超过细菌生物量增加速率。
说明当外源碳输入土壤后，易于利用这部分碳源的微生物数量及活性就会发生变化，进而可能带来微生物群

落结构的改变。 Ｆａｌｃｈｉｎｉ 等［８１］研究了葡萄糖、草酸和谷氨酸的添加对意大利草地微生物的影响，结果表明，土
壤中草酸和谷氨酸专性分解的细菌数量增加，并且改变了细菌群落组成；Ｃｈｅｍｉｄｌｉｎ Ｐｒｅｖｏｓｔ⁃Ｂｏｕｒｅ 等［８２］对森林

生态系统的研究发现，加倍凋落物处理改变了土壤细菌群落结构，并且细菌群落结构变化影响着土壤呼吸的

变化。 Ｂｒａｎｔ 等［７４］综合分析了进行 ７ 年 ＤＩＲＴ 试验的安德鲁斯试验森林微生物群落变化也认为，微生物对凋

落物中葡萄糖、谷氨酸、草酸和苯酚代谢能力的不同是导致双倍凋落物处理真菌 ／细菌比例明显增加的主要原

因。 在等量碳源不同输入方式的模拟试验中，少量多次的添加方式促使对其专性分解土壤微生物数量的增

加，进而导致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的变化。 有研究发现，与对照相比，添加秸秆显著改变了微生物群落组成，
并且添加频率为 １６ 次处理微生物群落组成不同于添加频率为 ４ 次和 ８ 次处理［２４］。 Ｈａｍｅｒ 等［６］ 模拟了不同

碳源（果糖、谷氨酸、草酸和邻二苯酚）输入对森林微生物群落影响研究结果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但也有研究

表明，与对照相比，双倍添加凋落物对森林土壤中微生物群落结构没有影响［５１］。 这可能是由于输入碳源有效

性低于本土碳源有效性，微生物对其代谢缓慢，而且代谢难分解碳源的微生物群落生长相对缓慢，所以微生物

群落变化不明显。 外源碳输入引起微生物群落组成的变化必然影响着微生物参与的土壤呼吸、凋落物分解等

２６３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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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循环过程的变化。 Ｃｒｅａｍｅｒ 等［８３］通过对澳大利亚林地土壤室内培养认为，添加凋落物处理引起土壤呼吸的

激发效应，主要是由于对土壤碳分解能力不同的微生物群落组成发生变化造成的。
基于上述研究可知，输入碳源有效性的高低以及微生物对碳源利用的选择性影响着微生物的数量、活性

及其群落组成对于碳源可利用性变化的响应方向及响应程度，不同种类碳源在同一研究地点，以及同一碳源

在具有不同本底微生物组成的不同区域或生态系统，其影响效应也存在较大差异，这也带来了研究的复杂性

与长期性。

２　 展望

碳源可利用性不仅对微生物生命活动及其参与的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关键过程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而
且也对生态系统氮等养分元素循环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外加碳源对土壤碳源可利用性的改变必然影响着这

些生态系统过程。 目前，有关外源碳对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关键过程的影响已有些报道，但其对土壤呼吸激

发效应、凋落物分解等碳循环过程的作用机制仍然没有明确定论，并且土壤中输入碳源贮存时间的长短对微

生物可利用基质以及生态系统其它养分元素循环过程的影响仍需进一步深入探讨。 此外，在全球多因子耦合

变化的复杂环境背景下，碳源可利用性变化对生态系统碳循环关键过程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也是摆在人们

面前一个亟待探讨的科学问题。 因此，鉴于目前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如下展望：
１）深入探讨外源碳输入在微生物参与的生态系统碳循环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机制，并研究其对生态系统

净初级生产力的贡献及其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功能特性的响应特征。 虽然目前已有一些有关模拟碳源输入对

土壤呼吸激发效应的研究报道，但土壤 ＣＯ２排放增加的主要来源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成为深入了解微生物

如何利用和分配输入碳源及其对生态系统碳循环过程作用机制的瓶颈。 同时外源碳源对生态系统净初级生

产力的影响效应目前研究报道也相对较少，已有的研究结果还无法科学地评估外源碳源输入对陆地生态系统

碳源汇的贡献，相关研究亟待开展。
２）开展全球变化背景下，碳源可利用性对调节生态系统氮等养分元素动态循环平衡的长期试验研究。

碳源可利用性变化影响着微生物自身对碳 ／养分元素（氮）需求的平衡，进而调控着其它养分元素循环过程。
全球氮沉降的持续增加直接导致了土壤中活性氮素的累积以及微生物分解底物质量改变（Ｃ：Ｎ 化学计量

比），必然干扰了微生物对碳源需求的平衡，也显著影响了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过程。 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

应以生态化学计量学和微生物学为理论基础，野外控制试验和室内模拟实验相结合，系统监测微生物对碳源

可利用性变化的动态响应，为全球变化情景下科学合理地开展人为调控碳源可利用性提供理论参考与数据

依据。
３）试验探索合适的输入碳源类型与输入阀值。 当输入碳源足以满足微生物自身碳源需求时，剩余的碳

源将以微生物异养呼吸的方式被消耗掉。 过量外源碳源添加不仅土壤碳排放的增加，而且也起不到长期改善

土壤中碳源有效性的目的。 探索不同种类碳源科学合理的输入方式与输入量，尤其是对于高活性碳源的研

究，对有效避免外加碳源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而抵消了其固碳正效应具有重要科学与现实意义。

致谢：感谢孙红卫老师对本研究工作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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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王绍强， 于贵瑞． 生态系统碳氮磷元素的生态化学计量学特征．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８， ２８（８）： ３９３７⁃３９４７．
［１６］ 　 王晶苑， 张心昱， 温学发， 王绍强， 王辉民． 氮沉降对森林土壤有机质和凋落物分解的影响及其微生物学机制．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３， ３３（５）：

１３３７⁃１３４６．
［１７］ 　 Ｖｉｔｏｕｓｅｋ Ｐ Ｍ， Ａｂｅｒ Ｊ Ｄ， Ｈｏｗａｒｔｈ Ｒ Ｗ， Ｌｉｋｅｎｓ Ｇ Ｅ， Ｍａｔｓｏｎ Ｐ Ａ， Ｓｃｈｉｎｄｌｅｒ Ｄ Ｗ， Ｓｃｈｌｅｓｉｎｇｅｒ Ｗ Ｈ， Ｔｉｌｍａｎ Ｄ Ｇ． Ｈｕｍａｎ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ｙｃｌ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９７， ７（３）： ７３７⁃７５０．
［１８］ 　 Ｅｍｍｅｔｔ Ｂ Ａ．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ｏｍ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ｏｕ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Ｗａｔｅｒ， Ａｉｒ， ＆

Ｓｏｉ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ｃｕｓ， ２００７， ７（１ ／ ３）： ９９⁃１０９．
［１９］ 　 Ａｂｅｒ Ｊ， ＭｃＤｏｗｅｌｌ Ｗ， Ｎａｄｅｌｈｏｆｆｅｒ Ｋ， Ｍａｇｉｌｌ Ａ， Ｂｅｒｎｔｓｏｎ Ｇ， Ｋａｍａｋｅａ Ｍ， ＭｃＮｕｌｔｙ Ｓ， Ｃｕｒｒｉｅ Ｗ， Ｒｕｓｔａｄ Ｌ，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Ｉ．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９８， ４８（１１）： ９２１⁃９３４．
［２０］ 　 Ｍａｇｉｌｌ Ａ Ｈ， Ａｂｅｒ Ｊ Ｄ， Ｂｅｒｎｔｓｏｎ Ｇ Ｍ， ＭｃＤｏｗｅｌｌ Ｗ Ｈ， Ｎａｄｅｌｈｏｆｆｅｒ Ｋ Ｊ， Ｍｅｌｉｌｌｏ Ｊ Ｍ， Ｓｔｅｕｄｌｅｒ Ｐ．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ｗｏ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００， ３（３）： ２３８⁃２５３．
［２１］ 　 Ｋｏｐáｃ̌ｅｋ Ｊ， Ｃｏｓｂｙ Ｂ Ｊ， Ｅｖａｎｓ Ｃ Ｄ， Ｈｒｕšｋａ Ｊ， Ｍｏｌｄａｎ Ｆ， Ｏｕｌｅｈｌｅ Ｆ， Šａｎｔｒｕ̊ｃ̌ｋｏｖá Ｈ， Ｔａｈｏｖｓｋá Ｋ， Ｗｒｉｇｈｔ Ｒ 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ｌｐｈｕｒ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ａｒｂｏｎ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３， １１５（１ ／
３）： ３３⁃５１．

［２２］ 　 Ｆｏｎｔａｉｎｅ Ｓ， Ｂａｒｄｏｕｘ Ｇ， Ａｂｂａｄｉｅ Ｌ， Ｍａｒｉｏｔｔｉ Ａ．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ｐｕｔ ｔｏ ｓｏｉｌ ｍａ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０４， ７（４）： ３１４⁃３２０．
［２３］ 　 Ｎｏｔｔｉｎｇｈａｍ Ａ Ｔ，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Ｈ， 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 Ｐ Ｍ， Ｓｔｏｔｔ Ａ Ｗ， Ｔａｎｎｅｒ Ｅ Ｖ Ｊ． Ｓｏｉｌ ｐｒｉｍｉｎｇ ｂｙ ｓｕｇａｒ ａｎｄ ｌｅａｆ⁃ｌｉｔｔｅｒ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ａ ｌｉｎｋ ｔｏ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ｏｉ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９， ４２（３）： １８３⁃１９０．
［２４］ 　 Ｄｕｏｎｇ Ｔ Ｔ Ｔ， Ｂａｕｍａｎｎ Ｋ， Ｍａｒｓｃｈｎｅｒ Ｐ．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ｔｏ ｓｏｉｌ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０９， ４１（７）： １４７５⁃１４８２．
［２５］ 　 张鹏， 李涵， 贾志宽， 王维， 路文涛， 张惠， 杨宝平． 秸秆还田对宁南旱区土壤有机碳含量及土壤碳矿化的影响．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２０１１， ３０（１２）： ２５１８⁃２５２５．
［２６］ 　 路文涛， 贾志宽， 张鹏， 王维， 侯贤清， 杨保平， 李永平． 秸秆还田对宁南旱作农田土壤活性有机碳及酶活性的影响． 农业环境科学学

报， ２０１１， ３０（３）： ５２２⁃５２８．
［２７］ 　 Ｌｉ Ｙ Ｙ， Ｄｏｎｇ Ｓ Ｋ， Ｗｅｎ Ｌ， Ｗａｎｇ Ｘ Ｘ， Ｗｕ Ｙ．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ｐ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ｏ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Ｇｅｏｄｅｒｍａ， ２０１４， ２１３： １７８⁃１８４．
［２８］ 　 Ｓｔａｖａｓｔ Ｌ Ｊ， Ｂａｋｅｒ Ｔ Ｔ， Ｕｌｅｒｙ Ａ Ｌ， Ｆｌｙｎｎ ＲＰ， Ｗｏｏｄ ＭＫ， Ｃｒａｍ ＤＳ． Ｎｅｗ ｍｅｘｉｃｏ ｂｌｕｅ ｇｒａｍａ 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ｄａｉｒｙ ｍａｎｕｒ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５， ５８（４）： ４２３⁃４２９．
［２９］ 　 慕平， 张恩和， 王汉宁， 方永丰． 连续多年秸秆还田对玉米耕层土壤理化性状及微生物量的影响． 水土保持学报， ２０１１， ２５（５）： ８１⁃８５．
［３０］ 　 Ｊｅｆｆｅｒｙ Ｓ， Ｖｅｒｈｅｉｊｅｎ Ｆ Ｇ Ａ， Ｖａｎ Ｄｅｒ Ｖｅｌｄｅ Ｍ， Ｂａｓｔｏｓ Ａ Ｃ．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ｉｌｓ ｏｎ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ｕｓｉｎｇ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１， １４４（１）： １７５⁃１８７．
［３１］ 　 黄高宝， 郭清毅， 张仁陟， 逄蕾， Ｇｕａｎｇｄｉ ＬＩ， Ｋｗｏｎｇ Ｙｉｎ ＣＨＡＮ， 于爱忠． 保护性耕作条件下旱地农田麦⁃豆双序列轮作体系的水分动态及

产量效应．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６， ２６（４）： １１７６⁃１１８５．
［３２］ 　 吕美蓉， 李增嘉， 张涛， 宁堂原， 赵建波， 李洪杰． 少免耕与秸秆还田对极端土壤水分及冬小麦产量的影响． 农业工程学报， ２０１０， ２６

４６３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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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１）： ４１⁃４６．
［３３］ 　 徐国伟， 吴长付， 刘辉， 王志琴， 杨建昌． 秸秆还田与氮肥管理对水稻养分吸收的影响． 农业工程学报， ２００７， ２３（７）： １９１⁃１９５．
［３４］ 　 Ｒａｉｃｈ Ｊ Ｗ， Ｓｃｈｌｅｓｉｎｇｅｒ Ｗ Ｈ．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ｆｌｕｘ ｉｎ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ｏ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Ｔｅｌｌｕｓ Ｂ， １９９２， ４４

（２）： ８１⁃９９．
［３５］ 　 Ｋｕｚｙａｋｏｖ Ｙ， Ｆｒｉｅｄｅｌ Ｊ Ｋ， Ｓｔａｈｒ Ｋ．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ｍ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００， ３２（１１⁃１２）：

１４８５⁃１４９８．
［３６］ 　 Ｋｕｚｙａｋｏｖ Ｙ， Ｂｏｌ 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ｐｒｉｍ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ｔｗｏ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ｓ ａｍｅｎ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ｌｕｒｒｙ ａｎｄ ｓｕｇａｒ．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０６， ３８（４）： ７４７⁃７５８．
［３７］ 　 Ｌｉａｎｇ Ｌ Ｌ， Ｅｂｅｒｗｅｉｎ Ｊ Ｒ， Ａｌｌｓｍａｎ Ｌ Ａ， Ｇｒａｎｔｚ Ｄ Ａ， Ｊｅｎｅｒｅｔｔｅ Ｇ 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２ａｎｄ Ｎ２Ｏ ｆｌｕｘｅｓ ｂ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５， １０（３）： ０３４００８．
［３８］ 　 Ｔｅｎｕｔａ Ｍ， Ｍｋｈａｂｅｌａ Ｍ， Ｔｒｅｍｏｒｉｎ Ｄ， Ｃｏｐｐｉ Ｌ， Ｐｈｉｐｐｓ Ｇ， Ｆｌａｔｅｎ Ｄ， Ｏｍｉｎｓｋｉ Ｋ． Ｎｉｔｒｏｕｓ ｏｘｉｄ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ｃｏａｒｓｅ⁃ｔｅｘｔｕｒｅ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ｈｏｇ ｓｌｕｒｒｙ．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０， １３８（１ ／ ２）： ３５⁃４３．
［３９］ 　 李成芳， 寇志奎， 张枝盛， 曹凑贵， 吴海亚， 梅金安， 翟中兵， 张丛德， 魏坦雄， 刘诗晴， 夏启昕． 秸秆还田对免耕稻田温室气体排放及

土壤有机碳固定的影响．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２０１１， ３０（１１）： ２３６２⁃２３６７．
［４０］ 　 王光军， 田大伦， 闫文德， 朱凡， 项文化， 梁小翠． 改变凋落物输入对杉木人工林土壤呼吸的短期影响． 植物生态学报， ２００９， ３３（４）：

７３９⁃７４７．
［４１］ 　 Ｐａｔｅｒｓｏｎ Ｅ， Ｓｉｍ Ａ． Ｓｏｉ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ｂｉｌ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 １９（５）： １５６２⁃１５７１．
［４２］ 　 Ｃｈｅｍｉｄｌｉｎ Ｐｒéｖｏｓｔ⁃Ｂｏｕｒé Ｎ， Ｓｏｕｄａｎｉ Ｋ， Ｄａｍｅｓｉｎ Ｃ， Ｂｅｒｖｅｉｌｌｅｒ Ｄ， Ｌａｔａ Ｊ Ｃ， Ｄｕｆｒêｎｅ 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ｆｒｅｓｈ ｌｉｔｔｅ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ｖ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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